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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谣与政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听觉符号中毛泽东形象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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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传播，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毛泽

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在歌谣中具有三个维度的文化意义，即毛泽东是革命理论的建构者 , 是救国

道路的开拓者，还是为民服务的实践者。听觉符号中毛泽东形象的传播，筑牢了党的执政基础，实现

了民族情感认同，形塑了民族共同理想，并在引领政治生态健康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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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ads and Politics: Construction of Mao Zedong Image
in Auditory Symbols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NIU Hongcheng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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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Mao Zedong image was disseminated as an auditory political 
symbol, which had a significant social impact. As an auditory political symbol, Mao Zedong image has thre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ballads, namely, Mao Zedong is the builder of revolutionary theory, the 
pioneer of saving the country and the practitioner of serving the people. The spread of Mao Zedong image in 
auditory symbols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arty’s governance, realized the national emotional identity, 
shaped the national common ideal,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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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活动是人类感知世界的基本途径，也是人

类表达主观情感的重要方式 [1]。其以音乐符号为中

心用感性形象化的方式把真实呈现于意识，使审

美经验也在不断地“具体化”。也就是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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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感知对象的客体，它所表达的形象才是思想

理念的集中呈现 [2]。从这个角度来看，听觉符号（这

里特指民歌）与其他任何一种艺术形象没有任何

原则性的区别，用各门艺术的手段都可以表达出

等值的思想和情绪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听觉

符号（民歌）对毛泽东形象的建构，承载着这一

时期民众的情感价值与集体记忆，其对筑牢党的

执政基础、实现民族情感认同、形塑民族共同理想、

引领政治生态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学界

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拟以歌谣与

政治的互动为出发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听

觉符号（民歌）对毛泽东形象构建问题进行探析，

以期推动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入。

一、听觉的政治隐喻：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歌谣与政治的美学互动

作为身体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听觉符号的运

行机制隐含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听觉因其易被

操纵的特性，这一感知始终处于意识形态的管控

之下 [4]。在革命斗争的现实要求下，中国共产党

意识形态话语参与了作为表征大众日常身体实践

的民间歌谣的塑造和改写，逐渐建构了一套革命

意识形态听觉表征系统，使其成为中共革命话语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大歌谣运动可视为近代中国听觉符号融于

政治的开端。对于早期歌谣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

者而言，在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文学革新运动

中，民间歌谣的价值在被重新拾起的同时 , 又似乎

显得“多余”，因而时常受到官方文学的质疑，

被扣上“非正统”的帽子，一直不登大雅之堂。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下，加之左翼知识分子极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和文艺大众化，歌谣的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

“民间歌谣”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下打上了“红色”

印记，成为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的“代言人”。

1921 年 1 月，北京长辛店铁路工人创作的《北方

吹来十月的风》，最早发出了“无产阶级站起来，

联合农民去进攻”的斗争口号。接下来，在各地

发起的工人罢工活动中，产生了《安源路矿工人

俱乐部部歌》《京汉罢工歌》《工人联盟歌》等

一批代表性作品。特别是安源工人创作的口头长

篇叙事歌曲《劳工记》，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反

对压迫、团结对外、振兴中华的精神气概。1924
年，为配合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一大批表现革

命斗争现实的歌曲创作出来了。这一时期代表性

的红色歌谣有《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起来》，

其提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和“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的口号，

表现出服务革命、动员革命的价值趋向。

1927 年，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土地革命的

开展，赣南、闽西地区人民的价值观念、生活状

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29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

在福建古田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征集并编制表现

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这一要求的提出，使

得群众性、政府性的歌谣创作与搜集活动，以气

吞山河之势在中央苏区快速开展，大量红色歌谣

创作和保存了下来。这些革命歌谣继承民间歌谣

大众化的形式，全面、真实、鲜活地反映革命生活、

革命精神，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使之凝聚成更为

强大、更有黏性的共同体 [5]。其表明中国共产党

以民歌为基础的新的、大众的、革命的、时代的

文化话语体系的建立。从内容上讲，中央苏区时

期的红色歌曲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揭露国民

党残酷统治、剥削压迫，表现普通群众生活的歌曲，

如《农民苦》《五更鼓》《苏维埃农民耕田歌》等；

二是宣传党的政策、歌颂革命领袖的歌曲，如《送

郎当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共产党十大

政纲》等；三是表现军民鱼水情的歌曲，如《十

送红军》《苏区干部好作风》《八月桂花遍地开》

等。这些红色歌谣往往利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

来记载普通劳动人民的身体实践，表征他们真实

的情感体验。事实证明，传统被置换为“革命”，

并没有带来大众的反感。红色歌谣以人民群众所

喜闻乐见的形式来教育人民群众，通过对个人情

感的重新书写，用普通大众的“身体经验”作为

沟通“个人”与“革命”的桥梁，赋予个体新的

意义，其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37 年 9 月 6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正

式宣布成立。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心，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和

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延安时期，贫瘠

荒凉的自然环境和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催生了延

安的声音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以现代都市

为背景的视觉文化大相径庭，但延安产生的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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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乐为最高形式的声音文化是战争时期与革命时

期所必需的激情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催生新的情

感方式和主体经验的文化实践，因而也是中国现

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 [6]。奠定民间歌谣在中国现

代文学史地位的标志事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

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

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

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

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7]860-861 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和群众

响应基础上，在延安文人团体的介入下，中国迎

来了听觉艺术融于政治的高潮。一时间，陕甘宁

边区涌现出数以万计的红色歌谣，红色歌谣创作

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延安城也一度被称作“歌

咏城”。在歌曲创作方面，借助听觉符号来塑造

毛泽东伟人形象的歌谣被大量创作出来，如孙万

福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李有源的《东方红》、

王庭有的《绣金匾》等。这些民歌的歌词朴素无华，

有的甚至配上了地方方言，但都表达了对革命领

袖的无比尊崇。歌谣对毛泽东形象的建构，成为

表征革命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原因在于，音乐

是通过声音来塑造形象和表达情感的艺术形式，

其“能以一种艺术化的手段推动意识形态从普遍

性‘常识’变成为一种信仰体系，产生说服力和

鼓动性，使得视听者获得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达

到精神和情感层面的认同”[8]。在对毛泽东形象符

号化塑造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政治主张浸润其中，

实现了歌曲的大众化、民族化和时代化，这些歌

曲成为陕甘宁边区群众的精神支柱和动员群众参

加抗日斗争的战斗号角。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歌曲中的毛泽东形象是

历史真实和艺术想象交汇融合的结果，是政治智

慧与民间艺术的结合，其产生既具有历史语境，

又具有现实语境。毛泽东形象作为政治符号，融

入红色歌谣之中，体现了艺术与社会现实的结合。

一方面，毛泽东政治符号形象的塑造是中共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艰难条件下，为自身生存的发展需

要，将毛泽东形象意识形态化并加以传播的结果。

其既构建了理想的政治生活，又强化了革命的认

同。另一方面，文化是在不断传承和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把毛泽东形象作为政治符号进行传播，

同样也是歌谣内在发展规律的要求。毛泽东形象

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民间歌谣的

发展由个性化转向大众化。事实证明，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中共在借助民间歌谣这一通俗化的

艺术形式基础上，对毛泽东形象进行了成功的传

播，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二、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在

歌谣中的三重维度

政治是人类生存无法回避的事实，每个人都会

在某些时候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之中 [9]。由于毛

泽东形象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以及毛泽东

作为“今朝风流人物”的魅力，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在人民

大众中广泛流传，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

民间歌谣中对毛泽东形象的塑造表现在革命理论

的建构者、救国道路的开拓者、为民服务的实践

者三个维度上。

（一）革命理论的建构者：他是人民大救星

1840 年以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

老中国的大门。在民族危亡之际，十月革命一声

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自此无产阶级

开始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谁来领导中国的革

命？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在马克思、列宁的

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答案。这就需要中国共产

党人根据中国国情构建出符合中国实践的革命理

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革命理论的核心

要义。1938 年 10 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

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

毛泽东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

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

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

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

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

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0]534 毛

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纠正了党内长

期“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倾向，真正构建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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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的革命话语体系。为了更系统地阐明党的

革命理论，更好地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此

后几年间，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

共产党》《实践论》《矛盾论》等诸多重要理论

著作，形成了其系统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文

化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和党的建设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革命理论的建构

者形象是共产党对其形象的主动塑造与广大民众

自发认同的双向过程。“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

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

城”是当时群众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

认同的生动写照。当时的延安城，物质条件匮乏，

为什么能像一块磁石一样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作

家何其芳的答案是延安“燃烧着热情”，摄影家

吴印咸的答案是“延安乃理想所在”，文学家丁

玲的答案是“这是乐园”，而陕北老百姓用动听

的歌声唱出心中的答案：“毛主席领导咱打江山”，

“受苦人出苦海见了光明哎哎呀”，“瓜连的蔓

子，蔓子连的根，老百姓连的共产党，共产党连

的人民”，“宝塔山山高高，延河水水清清，信

天游唱了一年又一年，咱百姓年年都唱朗格格的

东方红……”值得一提的是，利用陕北民歌元素

这种“旧瓶装新酒”形式改编而来的红色歌曲《东

方红》，更是一时间唱遍大江南北。红色歌曲《东

方红》中对共产党“人民救星”“民族救星”“太

阳”形象的成功构建，佐证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

党探索出来的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民众对

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的认同与赞誉。

（二）救国道路的开拓者：大海航线靠舵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日益尖锐的民族矛

盾，中国社会各阶级相继提出了不同的救国方案。

一时间“民主改革”“民主共和”等各种“主义”

在中华大地上盛行。青年毛泽东为了探索救国道

路，也把研究西方的“各种主义”作为学习和思

考的主要目标。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为了

实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奋斗目标，毛

泽东自觉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开启

自己的救国之路，逐渐树立起救国道路开拓者的

政治形象。

不同于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资

产阶级革命派等对西方各种“主义”的生搬硬套，

毛泽东强调要重视实际情况与社会实践。这是毛

泽东救国道路的根本要义。1926 年，毛泽东亲赴

湖南进行实地考察，并于 1927 年发表《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他充分地肯定了农民阶级在中

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

的根本问题，并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的绝

对领导权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农民革命运动的

目标是冲击束缚在农民身上的“四权”（政权、

族权、神权、夫权）系统。为了进一步动员民众

参加斗争，毛泽东强调，“贫农，因为最革命，

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没有贫农，便

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

他们，便是打击革命”[11]21。然而，这一正确的理

论主张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所采用。革命

失败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国民党反动

派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国革命的道路该走向何方？

这一时代之问，变得更加紧急而迫切。

南昌起义的一声枪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

以卓越的胆识和杰出的实践探索，领导中国共产

党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

命新道路。随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长期

坚持这一革命道路，积极发展根据地，开展各种

革命运动。经过 20 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

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事实证明，“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领导中国革命走

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

抽象的革命道路这种政治话语对文化程度普

遍较低的老百姓来说是较难理解的，因此民间歌

谣把其内化为对毛泽东的认同。“毛泽东指出了

光明路”“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抗日有面大旗，

旗手就是毛泽东，大伙百姓跟着走，抗日一定会

胜利”“跟着毛主席前进”“共产党来了跟上走”“穷

人离了共产党，黑暗行船无方向”是当时最能体

现民众对毛泽东所开辟道路认同的歌曲。此外，

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群力报》还刊登了《拥护中

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纪念专文，盛赞毛泽

东是“中国人民的一座灯塔，是中国从古至今的

最伟大的领袖”，提出要“坚决地永远地跟着毛

泽东同志走向胜利”[12]。“光明路”“旗手”“灯

塔”恰恰说明了毛泽东的方向代表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的正确方向，其本质是对党的民主革命

道路的认同。正是因为毛泽东所开辟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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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确，所以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跟着毛泽

东走。对此，斯诺感慨道：“我不得不承认，我

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

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但是问到

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

答复几乎总是有力的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

多数人在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

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13] 
（三）为民服务的实践者：挖断了穷根翻了身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从遵义会议之后，到中共七大的召开，毛泽东在

广大民众心中实际上成了一个鲜活的政治符号，

成为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毛泽东为民服务的实践者

形象，集中体现在他关于政党与人民关系的经典

论述当中。在谈到文学艺术与人民的关系的时候，

毛泽东曾言：“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

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

农兵所利用的。”[7]863 他提出，文艺工作者必须“深

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7]857，因

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

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

指出都行 [7]1004。就民众与共产党的关系而言，毛

泽东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

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

民服务 [14]。毛泽东认为，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就

是要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要始终坚持从群

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他指出，共产党

人要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就要关心群众生产生活，

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

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问题”[11]136-137。

实践是理论的来源。“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

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5] 抗日战争

时期，在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经济困难、百

姓负担重的问题在各个根据地开始凸显。为了解

决困难，毛泽东向大家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的伟大号召。于是，陕甘宁边区开启了一

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毛泽东也积极

投入到生产运动当中。他找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党号召大家生产自救，我也要响应号召，请你们

为我划一块地，我也要开荒。在毛泽东的强烈要

求下，警卫员在他的窑洞前选了一块荒地。毛泽

东常在办公之余，扛着锄头出来耕种 [16]。在他的

带动下，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

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始及

减租减息政策的落地，边区群众的劳动热情高涨

了，生产有了一定的恢复，边区群众的温饱问题

基本解决了，民众的精神面貌极大地改善了。这

一情况在当时根据地民间歌谣对毛泽东的颂扬中

得到证实。如传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歌谣《南

泥湾》中唱道：“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

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

地是牛羊。”再如，孙万福在《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中唱道：“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谷万物生，

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断了穷根翻了身。为咱能

过上好光景，发动了生产大运动，人人努力来生

产，丰衣足食吃饱饭。边区人民要一心，枯树开

花耀眼红，千年枯树盘了根，开花结籽靠山稳。”

这些朴实的歌词，塑造了毛泽东为民服务的实践

者形象。这些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文艺作品都

是人民群众自发创作的，充分说明人民选择了毛

泽东，人民拥戴毛泽东 [17]。

三、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符号融于政治

的社会效应

政治符号是政治文化的一种表现和传播载体，

政治符号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政治文化

进行的传播 [18]。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借助民间歌谣这一听觉符号，以美学的方式对

毛泽东形象进行建构与传播，使得毛泽东及中国

共产党形象深入人心，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

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搭建沟通桥梁，筑牢党的执政基础

作为审美主体精神外化的符号，承载着情感传

递的功能。在政治世界里，符号是群众向往之标志，

具有实现政治认同的巨大潜力。一般来说，政治

认同是个体对于政治权力的心理归属和情感倾向。

认同的形成起源于个体的心理和情感，最终也通

过个体的心理、情感及行为等层面来体现。这样，

政治认同始终存在个体性与群体性的张力 [19]。革

命领袖作为一个政治符号，是实现革命理论、政治

道路认同的重要介质，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在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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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传递情感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

一个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符号，毛泽东形象本质上是

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革命的象征性符号 [20]，是

实现民众政治认同的手段。毛泽东形象符号化增

强了群众的情感认同，促进了民众对党的革命道

路的自信，从而筑牢了党的执政基础。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

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绝对不是通过纯

粹文本研究、理论逻辑推演能提出来的，而是在革

命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甚至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

能提出来的 [21]。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广

大民众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遍现状，毛泽东提出：“马

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

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0]534 于是，自觉选用

与工农兵审美文化相适应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

术形式便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文艺扎根向下的重

要表现形式。民间歌谣因为其通俗化的语言与极

强的情感感染性，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官

民互动”的新载体。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发参与，

当时的民歌中涌现出一大批歌唱毛泽东的唱词，

如 “他是人民大救星”“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红

旗下是咱领袖毛泽东”“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

福气”等等。显然，毛泽东作为革命理论的建构

者、救国道路的开拓者、为民服务的实践者，在

广大劳动群众心中已经成为形象符号，成为广大

民众理解与认同党的革命理论、革命道路的媒介。

广大民众通过对毛泽东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

符号的认同，加深了对党的情感认同，这些歌曲

在召唤群众、革命动员等方面发挥了凝心聚力的

作用。

（二）激励动员群众，实现民族情感认同

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自觉

认知，主要包含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

民族凝聚力、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 [22]。如何有

效地动员群众，实现民众对民族情感的认同，是

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一直思索的重要问题。列宁

指出：“靠理论说服不了落后群众，他们需要的

是亲身体验。”[23] 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考察与革

命斗争的现实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探索出了“到民间去”的文艺大众化

道路。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陕甘宁

边区掀起了知识分子“下乡”与群众打成一片的

火热场景。民歌作为地方老百姓的身体经验，自

然而然进入了延安知识分子的眼中。在意识形态

的介入后，政治力量借助民歌本身的曲调随意添

加政治内容，从而实现了民众对民族情感的认同。

由于不是借助强制专横的手段来实现情感认同的

目的，而是通过取材民间而又还于民间的审美修

辞策略来实现政治的社会功能，所以这些歌曲很

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民众也自觉地接受毛泽

东及中国共产党在民间歌谣中所释放的动员群众、

参军抗日、反对压迫、解放人民的政治信号，将

其内化为自身的情感信念、精神支柱，并以实际

行动积极参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潮流之中。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陕北民歌《骑白马》到《移

民歌》再到《东方红》的情感转变。从情感结构

来看，《骑白马》所蕴含的情感虽添加了抗日的

因素，但四妹妹对三哥哥的个人情感仍占据主要

地位；至《移民歌》时，歌曲的情感开启了个人

情感向民族性情感的转变；至《东方红》时，个

人情感完全实现了到民族情感的蜕变。在《东方

红》的演变过程中，民族情感最集中的体现就是

歌曲主人公实现了由作为社会“底层”的三哥哥

到伟人毛泽东的转变。从“三哥哥”到“毛泽东”

的置换，恰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的正确性。由于民众对

毛泽东形象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而非政治强求的，

这就使得民间歌谣的叙事中对毛泽东的建构更为

真实、鲜活，毛泽东也因此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底

层民众精神生活的信条，解构并重塑着人们的情

感结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成

功地将民间歌谣这一通俗化的大众文艺服务于革

命斗争。在意识形态的介入之后，“旧瓶装新酒”

的民间歌谣实现了从“民间”向“政治”的蜕变，

发挥了动员群众投身革命的积极作用，成为民族

解放斗争中重要的声音景观。

（三）唤醒民族意识，形塑民族共同理想

“民族觉醒是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

刻，选择前进道路的新定向、改变前途命运的新

追求、焕发生命活力的新跃升，是一个民族达到

自觉、立志发奋的思想启蒙和精神发动。”[24] 一

个民族的觉醒首先需要唤醒民族意识。五四运动

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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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洞察力，认识到了民族

意识觉醒在实现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在总结

基本矛盾和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将马

克思主义“民族意识”理论中国化，提出了“中

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的科学概念。在毛泽东看来，

“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精神

层面的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意识。他进一步指出，

近代殖民侵略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在太阳旗下，

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

毫的中国气”[10]455。这表明，只有唤起中华民族广

大民众的觉悟，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力，

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凝聚中华民族的民族

精神。如何唤醒广大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毛泽

东提出，革命文艺必须采取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10]534，才能实现这一

目的。

在唤醒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之后，一个民族赖

以生存的价值追求、理想信念也就自然而然产生

了，这就是民族共同理想。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

民族共同理想是一定时期社会存在的反映。早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其就将带领中国人民实现

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同时

又将其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具化为不同时期的不同

奋斗目标，并带领人民去实现。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随着民族矛盾的尖锐，中国人民在反对

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的毒害、官僚资本主

义的剥削压榨的伟大斗争中，形成了争取翻身解

放、当家作主、民族独立的民族共同理想。广大

人民群众对共同理想的认同表现在歌谣中就是对

毛泽东形象及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如《毛主席活

在咱心头》《 北斗星》《跟着毛主席前进》《给

毛主席请个安》《人民的大救星》等歌曲，被大

家广泛传唱。再如，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中唱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

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

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了

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

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这些歌谣将党

的革命理想、革命主张浸润其中，唤醒了广大群

众的民族意识，凝练和形塑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理

想，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此同时，

这种以民间歌谣为基础的“全民性”的民族形式，

促使了民间歌谣的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与时

代化，使其实现了与“旧传统”的融合 [2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民间歌

谣这一艺术样式对毛泽东形象进行传播，推动了

革命精神的传播与弘扬。其成功的原因，不仅在

于民间歌谣本身所特有的文化属性，还在于“官方”

与“民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张力关系：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借助民间歌谣建构了毛泽东

的形象；另一方面，民间歌谣主动参与社会变革

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塑造了毛泽东形象。实践证

明，毛泽东形象作为听觉的政治符号在普通民众

之间传播，不仅加深了群众对党的革命主张的认

同，而且推动了革命浪潮滚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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